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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径山藏》的刊刻因其活动历时之久、参与人数之多、过程之辗
转复杂，成为明代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刊刻的原因主要与明代
佛教发展的世俗化倾向有关，重振宗门的愿望使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成为势
在必行，同时也与《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中存在的讹误密不可分。在袁
黄、紫柏真可、密藏道开等人的极力主张下，经过长时间的筹划，《径山藏》
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开始刻印，其后又历经浙江径山
兴圣万寿禅寺、径山寂照庵、径山化城寺和嘉兴楞严寺等多个阶段，最终不
得不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宣告中止。明代《径山藏》的刊刻在佛教文献、社
会史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彰显出文化交流和人文精神的深层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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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he reason for the manufactu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cularization 
tendency of Buddhism in Ming Dynasty, the Buddhists were eager to promote 
the rejuvenation of Buddhism. And it also have direct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rection of the mistakes in other versions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Under the 
urge of Yuan-huang, Zi-bo-zhen-ke and Mi-zang-dao-kai,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 Jing-shan Zang) begun to manufacture in 1589, at Miao-
de-an, Wu-tai Mountain, after a long time of planning. It was then been moved 
to Xing-sheng-wan-shou Zen Temple, Ji-zhao-an, Hua-cheng Temple in Jing-
shan and the Leng-yan Temple in Jia-xing, but unfortunately, it was finally been 
suspended by the disruption of Ming Dynasty. The manufacture of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 Jing-shan Zang) in Ming Dynasty had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materials, and it also 
reflected the innermost value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stic spirits.

Keywords: Ming Dynasty;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 Jing-shan 
Zang); Jing-shan Temple

　　大藏经，是将历代汉译佛教经典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进行编排，并具有
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和相关文献的丛书。1从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以

来，对于典籍的整理和编写工作就几乎在同时开展，仅有明一代，就曾有
《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等多个版本的大藏经，
其中，又以民间力量为主导而刻印的《径山藏》因其活动历时之久、参与人
数之多、过程之辗转复杂，而成为了明代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并
为中国佛教经典文化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径山藏》因其刻藏和储藏经版的地点主要在浙江余杭径山而被称为
《径山藏》；又因其将以往大藏经的 “梵筴本” 装帧方式改为 “方册本” 而被
称为《方册藏》；或因其最后主要在浙江嘉兴楞严寺进行印刷和流通而被称
为《嘉兴藏》。以往学界对于《径山藏》已多有研究，然而纵观学者们围绕
《径山藏》的研究成果，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对于《径山藏》刻印的发展
脉络叙述亦不甚清晰，2故而本文力图对明代《径山藏》刻印的背景、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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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过和结果进行系统性梳理，并探讨明代刻印《径山藏》的意义，以此
推进对明代佛教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一、刻印背景

（一）明代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僧人重振宗门的愿望急需通过刻
藏流传得到弘扬。

　　一方面，随着明代佛教的发展日益走入世俗，僧俗急剧混杂的趋势日渐
深入，以往佛教中种种严格的清规戒律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逐渐失去了对
于佛门子弟的约束能力，加之明中后期，一批新兴宗派，如罗教、无为教、
净空教、悟明教等，都在以似佛似道的形式在民间大肆流播，影响颇为深
远，这对于传统佛教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挑战，重起正法也因此成为
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佛教宗门内部在明中期较为严苛的佛教政策的压迫下，表现
出沉寂萧瑟的一面。作为刻印《径山藏》的主要发起人，密藏道开曾面对残
碑荒寺，心下怆然，遂发出 “法道陵夷，莫此为甚，遂愿毕此生身命，募刻
方册板，广作流通”3的宏愿。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也指出，当时中
国的佛法已是 “法门所系，九鼎一丝；外患内忧，犹楚入郢”4，处在生死存
亡的边缘，而真可、道开等人极力推行的刻印事业，则是挽救了末世之下的
中国佛教，其重要意义 “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夺军拔帜之意。其恢复法界之
图，远且大矣。”5。而这一时期，佛教经历了嘉靖时期的生存危机，开始在
万历年间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期，国家对于佛教的禁锢政策日益瓦解，佛教
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迎来了复兴的契机，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历程也由此得以
开启。

（二）明代之前的大藏经存在着多种问题，刻印方册大藏经是客观
上的大势所趋。

　　在《径山藏》之前，明代刻印的大藏经版本虽多，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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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方面，作为官方藏板的 “北藏”，内容较为精确，且由于多藏于禁
中而保存较为完好，但也因其常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嗽擅便”6，不
便于在社会上的广泛流通；另一方面，作为民间流通藏板的 “南藏”，虽然
印造较为简易，但因其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岁久腐朽”7，亦
于佛法传播不利。因而我们认为，《径山藏》的刊刻，最为直接和主要的原
因是将以往经藏的梵筴版本改为更加便于携带和翻阅的方册线装版本，以此
增进大藏经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同时，由于方册大藏经的印造更为简易，所
需费用相较于梵筴本也更为低廉，因而更容易为大小寺院和普通百姓的日常
使用提供便利，“念梵筴繁重，愿易为方册，可省简帙十之七，而印造装潢
之费，不过四十余金，即穷乡下邑、山陬海隅之人，可以酬终年不见之叹。”8

　　此外，由官方刊刻的《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中还存在着大量错误，
重新刻印大藏经也为修订旧有版本的讹误提供了机会。万历十五年（1587），
极力推进方册本大藏经刊刻的居士冯梦祯在面对首都颁赐的大藏经时，也叹
息 “大藏装潢甚丽，纸则甚旧印多矣……内缺 ʻ泰ʼ 字而补 ʻ秦ʼ 字，ʻ鸟ʼ、
ʻ焉ʼ 成 ʻ马ʼ”。9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密藏道开提出 “凡大藏未收疏论，皆
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内，……请以三藏并校，参之英贤，正其讹谬”，10可

见重新刻印大藏经在客观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刻印准备

（一）发动舆论，统一思想。

　　最早提出刊刻方册本大藏经的是袁了凡居士，即袁黄。万历元年（1573）
时，他曾在武塘塔院与幻予法本谈及此事，认为 “释迦虽往，法藏犹存，特
以梵筴重大，流传未广，诚得易以书板梓而行之，使处处流通，人人诵习，
孰邪孰正，人自能辩之。”11二人一拍即合，只是这个提议在当时由于诸多条
件的不具备而并未得到实践。万历七年（1579），紫柏真可自嵩山少林寺返
回，途经大云寺，法本于是与其围绕刻藏事宜进行了第一次交谈，真可当时
即表示愿为 “刻藏之旗鼓”。12万历十一年（1583），袁黄又出面与当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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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于汾湖之敝庐”13的真可商议此事，得到了真可的肯定和重视，并将任务
托付弟子密藏道开。在真可后来撰写的《刻藏缘起》一文中，也高度肯定和
赞扬了袁黄对方册大藏经刻印的首倡之功，认为 “法本、道开、不才老汉及
现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14

　　其后，从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始，密藏道开开始四处奔走联络，广
泛地发动有社会影响力且热衷于佛教的人士撰写劝募文，以此募集刻藏的启
动资金，陆光祖、冯梦祯、于玉立、王世贞、傅光宅等人都先后撰写了文
章，这些带有募化性质的文章有力地发动了舆论，极大地扩大了刻印方册版
大藏经的社会影响。
　　然而这种刊刻方式的提出，在当时还是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如道
开，在闻听刻藏之事之初就曾提出 “易梵筴为方册，则不尊重”，其师真可
则开导他说：“梵筴虽尊重，而不解其意，则尊之何益；使方册虽不尊重，
以价轻易造，流之必溥。” 道开闻听教诲，“泣涕俱下，跪而发誓……藏板不
完，开心不死。”15由此坚定了刊刻方册本大藏经的信念。此外，相传还有一
些保守派的官员将这件事向有司提出了弹劾，经过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冯
梦祯的说明，才将事件平息下来，道开在写给冯梦祯的信中也提到“刻藏因
缘，科臣有言，幸宗伯题覆无恙”16，似乎是确有此事。可见，对于方册本
大藏经的刊刻，无论是佛门内外，都经历了统一思想的过程。

（二）广募资金，选择场地。

　　刻印方册大藏经所需的经费来源是真可、道开等人在倡议之初就思考的
问题。据当时参与募刻的管志道评估，刻印全藏预计需要 “期订十数禩，赀
募三万金”17，法本则认为需要更多资金来完成这项事业。而在最初动议之
时，资金的募化就已经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万历十年（1582），法本就曾
向真可提出：“众生以财为命，岂易乞哉？……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谁
愿之哉？”18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真可表现出了格外的超脱与豁达，他安慰
法本不要以募化资金为难事，要坚信 “以财为重者，诚聪明未启耳，如聪明
一启，即知此身幻化非坚，此心起灭不常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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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表示愿意为真可刻印《径山藏》提供经济援助的是慈圣皇太后。她
素来尊崇佛教，礼敬真可，当她闻听刻藏的消息，随即于万历十四年（1586）
“欲发内帑命刻”20，对此，真可并未接受，而是说 “印经自有人”21。实际上，
作为此项活动的发起人，他更希望通过广募的方式逐步积攒资金，“宜令率
土沾恩”22，以此作为传播佛法的有效途径。在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邀
请十位善信集会燕京龙华道场，他们初步制定的筹款方案是 “岁各捐赀为唱
缘，又一人则各劝三人为助缘”23，希望以这种方式完成刻藏大业。但三十
个人组成的筹款集团力量也实在不大，后来又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
“以四十人为缘首，每人岁助百金，与刻工相终始” 的筹款方案，其中“燕、
赵、齐、鲁大约有二十人，江南如金坛之于、丹阳之贺，吴江、松江诸处拟
求十人，外十人则求之徽州、蒲州二处。”24虽然在实际的募化过程中，南方
的诸位善信大多一掷千金，对刻藏表示出极大的支持，而北方的缘首，除山
西监察御史傅光宅外，罕有响应者，但刻印方册大藏经的启动资金问题，还
是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
　　对于《径山藏》刻印地点，也经历了长时间的选择，负责刻藏事宜的真
可、道开师徒多方寻访、广泛抉择，最终选定五台山妙德庵作为刻印地点。
关于为何选择五台山作为最初的刻藏地点，道开在给傅光宅的信中提及，自
己曾于万历十四年（1586）初，“以清凉、双径、牢盛、灵岩四名山求阄于
释迦如来、文殊遍吉两大士及诸护法善神，以决狐疑，乃三举三得清凉，今
则有不得不遵如来敕命矣”25，法本在其发愿文中也提及是由于 “卜吉清凉”26

才选择五台山作为刻藏场所，然而这类卜问实际上只是一个带有宗教意义的
形式，归根结底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刻印大藏经作为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势
必会选择具有神圣意义的殊胜道场进行，而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和当时的佛
教三大名山之一，道开称此地 “在清凉最幽深处，清凉为震旦大菩提场”27，
的确是一个绝佳的地点。此外，五台山的无边禅师曾表示愿将自己的道场舍
予真可、道开用以刻藏，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真可师徒选择五台山作为刻藏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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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规则，进行试刻。

　　万历十四年（1586）初，密藏道开就制定了刻藏的具体规则，对于刻
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版本和文献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要求 “一章
一句一字一画及提头行款，但有差殊，无论彼此是非，一概标出北藏之上，
并注草本”28，而对于之前几部官方颁赐的大藏经之间可能存在的版本差别，
道开也提出了分别的应对措施，篇幅所限，兹不赘述。总之，道开制定的规
则为《径山藏》的刻印明确了具体的方针，解决了最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
　　在募集资金的同时，一些积极推动刻藏的江南士人还开展了小规模的
试刻。有学者提出：陆光祖、冯梦祯等人在万历十二年（1584）和十三年
（1585）在嘉兴东禅寺分别刊刻了《禅林僧宝传》和《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
库》，这两者都是对后期正式刻印《径山藏》的初期尝试。29然而事实上，以
上两者虽被收入了《径山藏》，但在后世记载中并未提及它们是否作为后世
刻印的模板典范，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样的试刻，其意义几乎是微乎其
微的。
　　实际上，真正为《径山藏》的正式刻印提供范例的应当是万历十四年
（1586）由吴惟明施资刻造的《弘明集》。在吴惟明撰写的发愿文中，就提
到他曾在真可面前问梦，真可告诉他 “今诸名卿开士，欲别梓藏典，广流通
尔，其或有缘于此藏中”，又详细说明 “《弘明集》实文字般若前茅，宜先就
梓，启世聋聩”，吴惟明 “遂从事如师命”。30当年冬天，《弘明集》刻印完成。
此后，《弘明集》不仅得到了佛教界的认可，并被认定为正式刻印《径山藏》
的模板典范，这一点，从万历十九年（1591）左右密藏道开在给南方诸檀越
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在信中，道开曾多次评价由傅光宅捐刻的《华严合论》
“写刻颇精，不亚《弘明》诸书”31，可见他实际上是以《弘明集》作为刻印
的典范的。而对于参加刻印大藏经的刻工，道开也是以其手法是否与《弘明
集》的刻印手法相一致来作为衡量的，认为 “此时写刻所尚，皆《弘明集》
家法”，而对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工人，他则表示 “山间此时选择颇精，不
亚《弘明》，少有差池，难乎情庇。”32由上可见，《弘明集》才应当被看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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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对《径山藏》的试刻。
　　至此，《径山藏》刻印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正式的刻藏已经蓄势
待发。

三、刻印历程

　　《径山藏》在明代的刻印经历了山西五台山、浙江余杭和浙江嘉兴三个
阶段，学界以往对首、末二阶段已经有较多且全面的研究，故在此仅进行简
要梳理，而着重对其在浙江余杭径山阶段进行说明。

（一）五台山阶段

　　《径山藏》的正式刻印始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持续时间主要是从万历
十七年（1589）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这一时期的刻经活动规模十分弘
大，“南北云集僧伽百余”33，加之资金充足，参与刻藏者和发金助缘者都有
着很高的热情，“或团圞坐冰雪堆中，安般希微，兀若枯木；或勇健向昏散

场内，身心踊跃，气夺三军”。34在五台山妙德庵期间开展的刻经，版式规
范，刻工精美，被学者认为 “是《嘉兴藏》全部刻藏史上组织最为严密的时
期”。35

　　这一时期，负责刻藏工作的主要还是密藏道开，他一面侍奉其师真可，
一面往来于五台山与江南诸地之间，在《径山藏》收录的《密藏开禅师遗
稿》中，就收录了大量他与诸居士檀越的来往书信，信中也涉及了有关刻藏
的种种事务，包括经藏内容、刻印版式、刻藏人员花销、檀越施舍随喜等
等。

（二）径山阶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藏工作开始南迁至浙江余杭径山。关于南迁
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由于五台山地处北方内陆地区，冬季漫长而寒
冷，不利于储藏经板，“移于杭之径山，山在江南，极于温暖。”36其二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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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台山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刻经所需材料等大多需要由南方转运至
此，“其岭道回复，转输倍费工力，议而之径山”37；其三则是由于在这一时

期，从中国佛教整体发展水平来看，南方领先于北方，而刻经事业所仰仗的
倡导者、主持者、出资者以及众多的刻经工匠大多来自南方，出于对人的需
求和对刻藏经费的考虑，这是刻经事业南迁的又一客观理由。
　　对于《大藏经》具体于何时开始正式在径山刻印，《径山志》中并无明
确记载，但依据明人陈瓒《赠幻予、密藏二上人唱缘刻〈大藏〉序》和于玉
立《赠幻予、密藏二师唱缘刻〈大藏〉叙》两文以及在《密藏开禅师遗稿》
中收录的《附刻径山请书》可明确得知，在地方士绅和径山寺僧众圆昭等人
的竭力邀请下，密藏道开和幻予法本二师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住径
山，由此成为了径山寺承接五台山刻经任务，开始刻印大藏经的正式开端。
而事实上，南迁的准备工作早在五台山刻藏工作启动不久后，就已经开始
了，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江南居士冯梦祯和缪希雍，道开曾于写给二人的
信中提到：“双径之图，似不可缓，足下与仲淳其密留意焉，务使彼辈欢欣
乐成，事乃可久，且于化风无损也”38、“双径之图，于今似未可缓，兹幻居
兄南还，当送其挂锡彼所，潜为启发，然后足下与开之先生因之往反，以便
宜取事，俾彼辈无所猜忌，倾心乐成，斯为得也”。39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开始一直到明末，方册本大藏经的刻印几乎主要在径山完成，而根据刻经地
点的变化，又可以按照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径山寂照庵──径山化城寺这
样的路径，对这一时期的刊刻活动进行仔细区分。

１、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时期
　　从五台山妙德庵南迁之后的刻经工作最初是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展开

的，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搬迁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而《径山
藏》的刻印也尚处于从北方向南方的过渡阶段，故而实际上在径山兴圣万寿
禅寺时期刻印的大藏经数量并不多。

２、寂照庵时期
　　寂照庵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之 “寺北五峰之背”，初为 “寂照房”40，是
径山寺的别院之一。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陆五台、冯开之诸公因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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赀置，以供紫柏大师，遂为密藏、幻予二师刻藏道场。”41关于刻印工作为何

由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转到了寂照庵，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有学者提出可能
与万历二十五年（1597）密藏道开的神秘失踪和其弟子念云兴勤外出寻找有
关42，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念云兴勤在寻访未果返回径山
寺后何以另立门户，在寂照庵重新开始方册大藏经的刻印，目前也只有寄望
于更多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然而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随着密藏道开和幻予法本的相继离开，《径山
藏》的刊刻确实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和停顿的时间，“自万历二十八年以前，
事经数载，人历存亡，交单固存，势难清理。”43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
念云兴勤开始接管寂照庵，这才使停滞一时的刻经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发
展，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大量的佛教典籍在寂照庵得到刻印，这一
时期也因此成为方册大藏经在径山刻印阶段的一个高潮。
　　万历三十八年（1610），澹居法铠随紫柏真可灵龛来到径山寂照庵，接
替了念云兴勤之前的工作，不久，他便在真可的俗家弟子吴用先的帮助下修
复了径山寺下院──化城寺，逐渐将刻藏工作的中心由寂照庵转到了那里。

３、化城寺时期
　　化城寺旧时为 “宋宣禅师道场”44，洪武时曾奉敕重建，为 “本朝钦赐
之名蓝也”45。其实早在方册大藏经南迁之初，居士冯梦祯就曾提议选择化
城寺作为刻藏的场所，据其日记所载，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冯梦祯曾
到径山寻访刻造和储藏经板的场所，“见云雾中山翠隐隐，即径山也。二里
许，为化城寺旧址，议欲倡缘建精舍，为刻经、藏经之所”，而当时之所以
没有定夺，则是由于他认为此举 “非千金不能举事”46。而到了万历三十八
年（1610）左右，冯梦祯之所以再次提出将刻经地点从寂照庵改到化城寺，
则是由于事至此时，刻经工作已经过半，重点也从之前以刊刻为主向贮藏
经板转移，而寂照庵地处山中，“云雾笼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
腐。”47而化城寺位于径山东麓，地势低平，少有云雾，不仅方便贮藏经板，
同时 “输工之力，事事皆宜”48。憨山德清在后来也曾提及将刻藏之地 “末
迁化城，可谓得所，其建议始于冯太史。”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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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此时，化城寺已经荒废多年，且为当地豪强所占，故而从冯梦祯提
议，到随后 “先为屋十间，令足以安经板、处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后”，50再

到居士吴用先 “按址画界，夺诸豪右之手，仍为佛地，又赎临安太平寺田百
亩，供赡常住”51，实际上又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经过二人的努力，到
万历四十一年（1613）时，化城寺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修复，刻经工作也
完全转移到了这里，澹居法铠随之来到化城寺，并在此住持达十年之久，直
到天启元年（1621）去世，刻藏工作也随之再一次陷入相对沉寂。

（三）楞严寺阶段

　　楞严寺，在嘉兴西北二里，始建于宋嘉佑八年（1063），曾为华严宗名
僧长水法师疏经之所。元末时毁于战火，明洪武初重建，嘉靖时又废。到了
万历中，真可、道开等人联合陆五台、陆云台兄弟二人提议兴复该寺，神宗
母亲李太后予以大力协助，不仅 “敕建禅堂及天王殿”，还 “遣内臣赍赐藏
经五千卷及护藏紫衣观音”52，楞严寺由此得到恢复。
　　在刻藏工作南迁之初，嘉兴楞严寺就被确立为《径山藏》的印刷流通中
心，明确规定 “山之寂照主收藏，禾之楞严主流行”53，与径山寂照庵并列
作为刻印大藏的两大中心。到了天启之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刻印，随着大部
分经板的雕凿工作已经完成，负责收藏经板的径山寺的中心地位已经逐渐趋
于弱化，而负责经藏流通的楞严寺逐渐一家独大，成为了更为主要的活动中
心，《径山藏》的刻印也由此进入楞严寺阶段。
　　同时，随着国家开始逐渐陷入动荡，以往大规模的刻藏已经不能继续开
展，方册大藏经的刻印方式在此时也不得不发生改变，即由此前在一地刊刻
和印刷，改为 “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54在这样的条件下，
楞严寺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天启二年（1622），白法性琮在楞严寺 “主禅堂事……流通大藏，永成
规画”55，其后二十余年，白法性琮一直在此为刻藏事业奔走，钱谦益在其
文《嘉兴营泉寺白法长老塔表》中也说他 “重修山门廊庑，定经坊规划，藏
紫柏藏公宿缘，续佛慧命，不惜脑髓。”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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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随着国家开始逐渐陷入动荡，以往大规模的刻藏已经不能继续开
展，方册大藏经的刻印方式在此时也不得不发生改变，即由此前在一地刊刻
和印刷，改为 “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57而随着社会动荡

的加剧，“已刻者不及归山，未刻者懈不速完”，58方册本大藏经的刻印变得

越发艰难。直到弘光元年（1645），贵州僧人利根向南明朝廷上书，再次号
召继续《径山藏》的刊刻，并提出了如刻板未完、搜录不全等八项亟待解决
的问题，希望重振刻藏事业。59然而战时频仍，刚刚成立的弘光朝廷不久后
走向了覆灭，利根所极力主张的刻藏事业也随之再度搁浅。至此，《径山藏》
在明代的刊刻宣告结束。

四、明代刻印《径山藏》的意义

　　首先，明代刻印的《径山藏》具有很高的佛教文献价值。《径山藏》
（《方册藏》、《嘉兴藏》）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方册版大藏经，它收录了大
量宋代以后的佛教书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经做诗赞曰：“径山一疏吼寰
中，野烧苍凉吊达公。何处复求龙象力，金光明照浙西东。”60同时，它也被
誉为是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领域的 “敦煌发现” 和 “佛典史料宝库”，61特别

是明末一些高僧弟子将其师的著作刻印后 “附藏流通”，也有力地保存了大
量明清两代佛教僧人的著述，这对于明清佛教史的研究无疑提供了大量的原
始资料来源。
　　其次，明代刻印的《径山藏》中保留了大量反映明代社会生活内容的资
料，故而具有社会史料价值。在方册大藏经刊刻的过程中，还留下了大量反
映社会生活内容的资料。如嘉兴楞严寺在流通大藏时制订的《经值画一》，
其中记录了印刷经书的本数和价格，又由于随着刻印工作的开展，加入了新
的书版，同时也对旧有经板进行修复，《经值画一》也随之进行了多次修改，
可能的次数达到四次之多。62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明清时期嘉兴地区的社会经

济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在每册大藏经的书末都刻有牌记，这些
牌记中记载了大量刻书信息，如参与刻经者的身份、出资的数量、所刻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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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募化的寺院、刻写工匠的姓名、刻写时间、藏版寺院等，这些牌记不仅
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僧人和信众对于佛教活动的热衷，同时也对江南地区出
版业发展和社会风貌进行了展现。
　　第三，明代刻印的《径山藏》是明代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代表。一方
面，从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之初，就有大量江南地区的佛教僧人和热衷佛教
的人士为之往来奔走，他们不仅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径山藏》的顺利刊刻，
同时也将江南地区的文化带到了其他地区，而随着其他地区请刻藏经活动的
开展，也将不同的文化内容引入江南，实现了地域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流
通。另一方面，凭借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径山藏》也随着大量来华学习佛
法的日本僧人流传到了日本，径山寺甚至因此被日本禅宗尊为 “祖庭”，从
这个角度来看，《径山藏》不仅促进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明代中国的佛教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路径在日本得以继续传播，并对其后带有明显日本传统特
色的佛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明代刻印的《径山藏》还反映了创新、坚持和包容的人文精神。
回顾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历程，从最初动议时即提出改变传统经卷的装订方
式，使用方册本以便流通，这充分体现出《径山藏》的发起者以重振宗门之
风为出发点，锐意进行大胆创新的精神。同时，明代方册大藏经的刊刻，从
万历十二年（1584）年密藏道开进行宣传开始，到顺治二年（1645）白法性
琮以身殉寺保全经藏，历时半个世纪，这期间又经历了刻经场所的搬迁、主
持人员的变动以及明清易代战火的洗礼，而几代僧人前赴后继，在清康熙时
期才最终大业得成，这其中无不反映出众多参与者坚持不懈的拳拳之心。此
外，《径山藏》在内容上不仅收集和整理了明代以前大藏的基本内容，还广
泛收录了明末佛教僧人和热衷佛教人士的种种著述 “随藏流通”，这些藏外
典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更加体现出了海纳百川的包容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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